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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刘文勇 郭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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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跨国投资与绿色发展的相互交点研究正聚焦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

色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影响绿色生产效率、绿色生活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支

持绿色发展政策的效应机制梳理，本文构建了国内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与二级分项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年

度测算，按照降序排列的得分情况为东、中、西、东北地区；运用 P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

国内绿色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较为显著性存在；动态脉冲效应分析显示，逆向绿色

溢出效应在滞后一期内最为明显；提出加强鼓励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创新性设计，树立“中国绿

色投资”的国家品牌形象，地方政府应围绕“相对劣势”来促进绿色发展并强化政策的执行力。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逆向绿色溢出效应 绿色生产 绿色生活 资源承载力 

引言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本轮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实践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理论研究，代表性

的研究观点有三种：一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即跨国公司为了躲避规制将污染产业转移至东道国，如 Xing 与 Kolstad 认为成

本和利润差、投资与生产限制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1二是“污染光环假说”，即跨国公司的先进工艺与技术促进了东道

国环保技术水平提升，如 Birdsall 和 Wheeler 针对部分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2三是“污染规模假说”，即跨国公

司投资促进了东道国产业扩张与产量增加而带来污染量的增加，如 Zarsky认为专业化的跨国公司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必然使

得东道国污染随着产量而规模化扩大。3以上研究主要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环境影响分析而展开，即所谓的“外商直接投

资的绿色溢出效应”研究。 

上述理论观点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得以部分检验。中国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其后不断旗帜鲜明地推进改革开放，国家发展与本轮全球化发展实现了高契合度的同步演进；大规模吸收的外商直

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资金与管理经验，与此同期的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断加剧。2002 年党的十六

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和谐与统筹发展方面提出重大战略思想，成为指导 21世纪中国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实践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经历了重大飞跃，在深化

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十三五”规划中首次将“绿色发展”纳入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的新成就与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思

想将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当前发展与永续发展进行了系统辩证的阐释。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思想观念上对绿色发

展的认识转化，正在进入推进绿色发展的生产力技术创新、政治上层建筑中制度与组织机构法治化构建、思想上层建筑中社会文

化塑型以及包括了生产活动规制与生活行为习惯养成的全面推进的发展阶段。上述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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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及其对国内绿色发展溢出效应的初级阶段已经走过，正在进入追求绿色发展为代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从角色转换角度

来看，中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家”转为“净流出国家”，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加快发展，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

本国的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参与跨国投资活动的新的发展追求目标。 

从当前和今后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开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任务的

根本要求之一。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开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价值链低

端”向“价值链高端”、由“拉动经济增长”向“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发展要求高

质量开放实现绿色化。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资本项下国际经济活动对国内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溢

出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以往学者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实践的考察，更多关注于前者，对于后者的研究相

对不足。在中国经济“高质量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研究应更具时代现实价值。本文

将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分析，展开针对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绿色发展评价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

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分析。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分析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的崛起，基于逆向思维与问题导向的研究视角，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影响母国绿色发

展的研究范畴引起学界关注。如 Zhou 等人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在能源、管理和生产方面获得巨大的效率提升”称为逆向绿

色溢出效应；根据母国获取绿色溢出效应的动机差异，Zhou 等人又将其分为逆向直接绿色溢出和逆向间接绿色溢出；4根据逆向

绿色溢出效应传导渠道的差异，Anderson 和 Sutherland 强调了更近物理距离的重要性，5Piperopoulos 等人提出了观察和模仿

获得隐性知识的途径，6Stoian则认为子公司在东道国合规发展的绿色标准反馈成为母国总公司经营标准是影响母国绿色发展的

途径之一。
7
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情特点，在其中梳理挖掘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本文

从生产效率、生活水平、资源环境与财政政策四个维度，展开机制分析（如下图 1所示）。 

 

图 1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的效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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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用于绿色生产效率提升的效应机制：（1）从石油与铁矿石等领域的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资

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获取国内短缺的资源禀赋如石油与矿产等，可以减少国内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弥补国内资源需求缺

口，维持国内产业运转，上述结果促进了“单位产出不变情况下的国内资源禀赋投入减少”，即绿色生产效率得到提升。（2）从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海外技术密集地区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或并购拥有核心技术海外企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学习

—消化—吸收—再创新”先进技术的“出海行为”，对于母国的生产效率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实现“单位资源投入不变

情况下的产出增长”，即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3）从中国家电、纺织等国内市场饱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

现：为消化过剩产能与处置国内“夕阳”产业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了国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腾笼换鸟”作用，反映在绿色生产效率提升方面表现为国内资源向技术密集型、低能耗、低污染、高附

加值产业的转移。上述研究基本涵盖了以下认知，即增加海外资源的国内供给与替代国内相对落后产业的结构调整有助于中国

国内资源禀赋使用的节约化与集约化发展，拓展与深化技术吸取渠道的海外研发中心有助于国内直接吸收先进技术或通过逆向

工程获取先进技术；扩大海外企业并购活动有助于通过海外员工回国工作带回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与东道国建立上下游产业链

关系来加速母国绿色生产效率提升；进一步总结，可分为“国外资源使用替代国内资源消耗的外延式绿色生产效率提升”与“减

少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内涵式绿色生产效率提升”。 

二是作用于绿色生活水平提升的效应机制：（1）从中国金融服务、运输服务、文化康养服务等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中，

我们可以发现：围绕第一、二产业“走出去”能力提升的第三产业“跟随性走出去”倒逼着本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表现为服务业

理念、模式与水平的提升，其直接带来的是国内服务业供给的绿色化发展，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变革直接影响到绿色生活水平

的提升。（2）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通三同”8 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交织度愈发密集、系统内生性越

发显著，围绕低碳经济所推进的清洁型能源技术应用与低碳式消费理念在政府政策制定层面的具体落实，已经对国内居民生活

设施、交通出行方式、餐饮文化等绿色生活方式产生改变性影响。总结上述认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影响了面向居民消费的

产品与服务供给本身绿色化生产以及需求主体的绿色化消费，促进了绿色生活水平的提升。 

三是作用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效应机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效应机制是前述的绿色生产效率与绿色

生活水平提升效应机制的延伸。具体来讲：（1）外延式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减少了国内资源消耗，提升了国内资源承载力水平。（2）

内涵式绿色生产效率提升促进了资源利用率，延长了资源消耗周期。（3）生活产品与服务的绿色供给减少了污染排放，促进了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4）生活产品与服务需求的绿色化促进了可持续消费的发展。总结上述认知，生产与消费端或供给与需求侧对

资源的节约/集约消耗与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创造、资源使用系统/模式的改善与创新等，促进了生产力创新发展与生产关

系和谐调整，最终提升了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四是作用于推进政府绿色政策支持的效应机制：（1）从中国政府关于“碳减排”与“碳中和”等承诺的实施中，我们可以发

现，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会主张/受到所谓“全球共同体”意识影响，这将进一步强化政府关于

绿色发展的政策力度与资金投入。（2）从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发

挥市场决定作用鼓励经济高质量“走出去”以实现经济质量、结构、效率与效益的提升，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与技术水平升级，即实现所谓的“三效应”9；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对外直接投资的“三效应”将

有助于政府充盈用于绿色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有助于政府提升引导绿色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效果，有助于政府提高资金支持

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效率。总结上述认知，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母国经济实力，无论是受到国际环境影响还是出于自我发展

需要，母国政府在绿色发展资金投入和政策制定方面既提升了意愿也增强了能力。 

上述效应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东道国的对华政策往往是影响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

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价格比会影响清洁新能源在生产生活中使用比例，促进或缓滞绿色生产效率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多元性消

费文化对绿色消费的影响、政府政策对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还具有不确定性等等。因此，上述效应机制的分析并非是完全确定

的，还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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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区域绿色发展评价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时代特征与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经济绿色发展的现实，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

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将采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1.中国区域绿色发展评价 

梳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UNESCAP）在 2009 年设计了生态效率指

标体系，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 2010年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界定了 8大类绿色技术，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在 2011 年构建了绿色增长监测指标体系，
12
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 2012 年提出了绿色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13
上述指标体系大

致包括了资源投入、生产效率、环境影响、规制政策、人类福祉等维度；此外，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制定了对国家和地

区进行环境绩效评估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14国内学者张欢、刘冰、朱金鹏等分别对湖北、山东、新疆等地进行了绿色经济

发展评价，所用指标大致涵盖了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美丽家园与环境友好等方面。15本文基于上述思

想，在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结合前述的中国绿色发展效应机制分析的四个维度，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

绿色政策四个方面，运用 19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刻画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表 1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生产绿色化程度 

(green-Production) 

指标 1：单位 GDP 能耗(万吨标准煤/亿元)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2：单位 GDP 水耗(立方米/万元)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3：非化石电力占电力生产总值比重(％) 正向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指标 4：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正向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生活绿色化程度

(green-living) 

指标 6：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增长率(％)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7：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长率(％)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8:人均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线路网长度(公里/万

人)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9：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0：城市人均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率(％) 正向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指标 1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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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承载力 

(green-

environment) 

指标 12：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人）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3：人均森林面积（公顷/人）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4：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5：单位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吨/亿元）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

（green-

financial） 

指标 17：节能保护支出/财政支出（％） 正向 各省统计年鉴 

指标 18：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指标 19：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GDP（％）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注：单位 GDP水耗主要是指剔除生活用水量后的全部用水量与GDP 之比；非化石电力占电力生产总值比重是指风能、水能、

核能、太阳能占全部电力生产总值的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工业污染治理、治理废水项目、治理废气项目、治理固体废物

项目、治理噪声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完成的投资额，其中，2018 年数据缺失，经过作者处理补充；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

要是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生产绿色化程度指标体系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资源与能源消耗以及重复再利用情况，生活绿色化程度

指标体系反映的是生活资源消耗趋势、绿色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环境改善情况，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反映的是资源环境对人

类活动的承受或供养能力，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指标体系反映的是政府改善环境的政策性资金投入情况。经过指标数据的收集

与整理，共获得 19个指标在 2012—2019 年间 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16的 4560 个数据，其中，考虑到可获得指标的数据统

一完整性，所有数据均截止到 2019年。本文对数据指标处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为了克服各指标单位不一致问题，对各指标

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数值越接近 1代表越好；然后，运用熵权法来确定各指标

权重，以避免主观赋值带来的误差，计算方法如公式（2）所示，经过测算，4 项二级指标权重虽然在年度之间有所波动，但基

本维持在 0.30∶0.29∶0.27∶0.14；最后，将权重计算结果带入公式（3），计算 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发展评价得分

（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式中，Y为标准化处理后数据；X 为原始数据；ij 为第 i 个省份第 j 指标；Z1、Z2分别对应指标含义为负向或正向时与最优

值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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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为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E为各指标的信息熵；K为指标个数即对应 4个一级指标所涵盖的二级指标个数，

分别是 5、6、5、3;n=30 即 30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如果 Pij=0，则定义： 

 

式中，Z 为各省份标准化数据的加权得分；g 分别代表指标一、指标二、指标三、指标四以及综合得分；t 为 2012 至 2019

年。 

表 2 2012—2019 年区域绿色发展评价得分与排名情况 

区域 

综合 生产绿色化程度 生活绿色化程度 资源环境承载力 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 

均值 排名 均值 排名 均值 排名 均值 排名 均值 排名 

北京 0.600 3 0.650 20 0.688 1 0.610 6 0.294 13 

天津 0.618 1 0.839 4 0.587 7 0.588 7 0.284 15 

河北 0.513 24 0.657 19 0.536 18 0.359 28 0.452 7 

山西 0.531 19 0.618 25 0.547 16 0.435 21 0.494 5 

内蒙古 0.587 6 0.543 26 0.574 8 0.652 3 0.576 3 

辽宁 0.491 28 0.663 18 0.525 20 0.419 24 0.194 28 

吉林 0.527 20 0.669 16 0.354 29 0.615 5 0.416 8 

黑龙江 0.479 29 0.507 27 0.386 28 0.634 4 0.314 12 

上海 0.583 7 0.847 2 0.557 14 0.586 8 0.0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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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0.563 12 0.824 6 0.630 5 0.385 26 0.216 26 

浙江 0.604 2 0.840 3 0.642 2 0.515 16 0.206 27 

安徽 0.570 8 0.810 7 0.568 11 0.465 19 0.276 17 

福建 0.599 4 0.836 5 0.593 6 0.536 13 0.242 23 

江西 0.535 18 0.626 24 0.638 3 0.474 18 0.247 22 

山东 0.546 14 0.803 9 0.638 4 0.314 29 0.260 19 

河南 0.515 23 0.782 10 0.490 24 0.381 27 0.262 18 

湖北 0.545 15 0.808 8 0.517 21 0.445 20 0.241 24 

湖南 0.501 27 0.650 21 0.528 19 0.419 23 0.287 14 

广东 0.525 21 0.850 1 0.574 9 0.291 30 0.188 29 

广西 0.565 10 0.737 12 0.569 10 0.533 14 0.260 20 

海南 0.570 9 0.645 23 0.568 12 0.665 2 0.241 25 

重庆 0.563 13 0.664 17 0.544 17 0.565 10 0.383 10 

四川 0.517 22 0.740 11 0.509 23 0.424 22 0.249 21 

贵州 0.535 17 0.673 15 0.467 25 0.475 17 0.497 4 

云南 0.565 11 0.722 13 0.512 22 0.572 9 0.331 11 

陕西 0.592 5 0.713 14 0.552 15 0.560 11 0.481 6 

甘肃 0.502 26 0.649 22 0.353 30 0.553 12 0.400 9 

青海 0.536 16 0.484 28 0.440 26 0.665 1 0.596 2 

宁夏 0.503 25 0.471 29 0.559 13 0.418 25 0.612 1 

新疆 0.357 30 0.161 30 0.434 27 0.526 15 0.28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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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于篇幅，表中略去了各省份的分年度绿色发展评价得分，仅仅给出了年均得分以及年均得分的各地区排名。 

上述分析结果中，从综合排名前 1/3的地区来看，有几类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北京的生产绿色化程度二级指标排名位列全国

第 20位，拉低了其全国综合排名。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转移，使得统计期内的非化石电力占电力生产总值比

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指标较低，这实际上说明了北京的绿色发展是以舍弃工业发展为代价的。二是天津因为 4项二级指标中

有 3项进入 1/3、1项指标居中而赢得综合排名第 1位，这反映了天津一方面受到“绿色北京”与“京津冀一体化”的影响，另

一方面在生产绿色化发展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与北京的“去工业化”形成对比。三是综合排名第 2 位的浙江的政策

支持绿色化发展指标偏低，这应该与其前期政府财政投入致使后期可投入空间相对缩小有关，与此相似的还有福建和上海，这说

明这些城市绿色发展增速开始进入平缓期。四是 4项二级指标中仅有 1项指标进入前 1/3，但综合排名却进入了前 10强的省份，

如陕西、安徽、广西，说明这些省份促进绿色发展的潜力空间明显，即其余 3项指标排名目前均居于中游水平。五是内蒙古和海

南主要凭借资源环境承载力而进入前 10强，它们的绿色发展综合排名靠前主要是依靠先天资源禀赋。 

此外，在综合排名后 1/3的省份中，广东的生产绿色化程度与生活绿色化发展程度二级指标排名位居全国第 1位和第 9位，

但是其余 2 项指标则位列全国倒数第 1 位和倒数第 2 位；宁夏的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二级指标排名位列全国第 1 位，但生产绿

色化发展二级指标却位列全国倒数第 2 位；黑龙江的资源承载力位列全国第 4 位，但其余指标中有 2 项位列倒数第 3 位和倒数

第 4位，1项指标居中，等等。上述省份绿色发展排名情况基本与人们的一般性认识相符，这说明本文所构建的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具有较好的科学性与代表性。 

2.中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20年较 2012 年的流量增长 1.75倍至 1537.1 亿美元，全球排位上升至第

1 位；存量增长 4.85 倍至 25806.6 亿美元，全球排位至第 3位，此期间内的流量增长占 2020 年底存量规模的 48.5%;17 从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来源的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占比由 69.79%上升至 81.75%，中部地区占比由 9.05%下降至 7.16%，西部地区占比

由 12.30%下降至 8.34%，东北三省占比由 8.86%下降至 2.75%（如图 2 所示）。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历史存量

做出了近一半的贡献，而这其中，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省份。按照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8 划分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相对应的

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得分存在同样的变化趋势（如图 3所示）。 

 

图 2中国分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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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趋势 

注：OFDI 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度，单位为万亿美元；GREENALL 为相对应的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得分。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分析及其构建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得分情况，这里，我们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估计模型系数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动态分脉冲效应分析，验证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发现其特

征性。 

1.模型设计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建立系统的多方程回归模型将所有变量视作内生，可以反映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该模型

要求具有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面板 VAR 模型（简称 PVAR 模型）的广泛应用克服了

对数据长时间跨度的要求。本文采用国内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度、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得分构建 PVAR 模

型，同时对相应数值取对数，以反映弹性变化关系，具体方程如下： 

 

其中，OFDI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green 代表绿色化发展评价得分；i 表示省/自治区/直辖市；t 表示年份，j 表示时间滞后

阶数。系数α2j反映的是绿色发展对 OFDI的影响，若显著大于零，说明绿色发展显著促进了 OFDI增长；系数β2j反映的是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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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若显著大于零，说明 OFDI促进了绿色发展显著增长。 

令 yit=[lnOFDIit,lngreenit]为 2×1维向量，模型中包含了 2个内生变量，则 PAVR(p)模型的第 m个方程可以表示为： 

 

2.模型估计 

在正式估计 PVAR 模型前，必须确定 PVAR(p）模型的滞后阶数p。本文采取常用的Akaike 信息准则（AIC）、Baysian 信息准

则（BIC）、Hannan 和 Quinn 信息准则（HQIC），依据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如“滞后阶数检验”部分所示，该

模型为滞后 1 阶模型。一般来讲，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混合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三种模型，本文采用三种模型的估计结

果、F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表明，在三种模型中，应使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对公式（5）进行估计。 

（1）绿色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上一期自身发展水平影响明显，在 1%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影响，绿色发展受到上一期影响

的弹性系数为 0.753，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上一期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946。（2）绿色发展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即“对外直接

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在 10%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弹性系数为 0.01。（3）绿色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在 10%水平上显

著，弹性系数为 0.39。（4）从二者互相影响的关系来看，绿色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

色溢出效应”。 

3.稳健性检验 

为了呈现该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按照东部+中部地区（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

西部地区（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样本分割后展开 PVAR 模型回归；二是以绿色发展评价的 4个二级指标代替绿色发展综

合评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重点检验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 

我们可以发现：在按照东中部、中西部分别缩小样本量的混合效应模型检验中：结论对比，对外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母国绿

色发展，东中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在 10%显著性水平上为0.0127，中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上为 0.043。此外，我们

还有一些新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是东中部地区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 3.4 倍，国内“较欠发达地

区”的逆向绿色溢出吸收能力明显强于国内“发达地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求对数处理，将其转化为弹性角度

的增量考察，所以，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增速明显快于东中部地区的情形。（2）绿色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均

具有很强的跨期传导性，即受前期发展影响明显，绿色发展跨期传导的弹性系数 0.753，这里分别是 0.582（东中部地区）、0.775

（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跨期传导的弹性系数0.946，这里是 0.962（东中部地区）、0.833（中西部地区），它们具有很好

的趋势一致性。相一致的是，东中部地区绿色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在1%显著性水平上的弹性系数为 0.842，但中西部地

区关系不显著性，究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东中部地区企业产品与服务绿色化发展升级，更符合东道国产业政策，因此促进了对

外直接投资；而中西部地区企业产品与服务绿色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或者选择非受东道国绿色产业政策限制的领域开展对外

直接投资，因此，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1）对外直接投资对生活绿色化程度（green-liv）、资源

环境承载力（green-env）、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green-fin）的影响分别在 1%、5%和 10%显著性水平上的弹性系数是 0.03、0.04

和 0.06，基本验证了“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存在。（2）对外直投资对生产绿色化程度（green-Pro）的逆向溢出效应虽然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但也呈现出相似的正相关性系数。由此可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影响母国绿色发展的主要效应表现为对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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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源承载力以及政府绿色政策的影响，而国内生产绿色化发展的动力应该主要还是来自于十八大以来的“五大发展理念”

内生驱动。而且，客观地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发展效应还是甚微的。无论是弹性系数的数值较小，还是 4个二级指

标的显著性问题，都说明中国政府、企业、社会与居民家庭对于绿色发展的内生共识正转化内生驱动，来自于海外投资企业的技

术与国内技术之间的梯度差距越来越小，其在国内的绿色技术外溢效应有限（也可能是国外的保护主义限制了技术的外溢）；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及政府支持绿色发展与减排政策反而对于国家绿色发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具有可借鉴性。 

4.脉冲效应分析 

前述的 PVAR 模型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存在。接下来，我们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考察“外生冲

击”对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相互影响的时间路径。图 4报告了 PVAR 模型所估计的正交化的脉冲

响应函数图形，以及根据蒙塔卡洛模拟 200 次得到的各自 5%标准误差的置信区间。图形仍然显示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综合评价指标之间具有较好的双向互动效应。 

 

图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评价综合指标的脉冲响应 

从图 4中可以看出：（1）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冲击对绿色发展评价综合指标当期影响为 0，第二期以后均为正值且在第二

期趋于最大（0.077），其后跌宕波动趋于下降，但在滞后10期内依然存在正面影响（参见图 B）；当期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

投资的正冲击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以后各期逐渐递进，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惯性的增长，即初始海外投资会带动后续的多

期追加投资增长（参见图A）。如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但是同期的绿色发展并未受到影响，而是在第二期产生最大的滞后影响，其后的影响降低，但总的说来，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依

然是正面的。这进一步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存在且具有时滞性，滞后一期内最为明显。（2）一个绿色发展正

向冲击对当期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微小的负向影响，第二期最大（0.096），其后也是跌宕波动趋于下降，但总体为正（参见图 C），

这说明绿色发展在当期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但其后是正向影响；其趋势与图 B相似，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之

间具有较好的交互影响。（3）一个绿色发展正向冲击对当期绿色发展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影响为负，滞后二期影响

为正，其后反复并在滞后 6期时，总体趋于 0（参见图 D），这意味着外生冲击如强制性政策规制，引起当期绿色发展指标明显提

升但不可持续，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外生冲击”并不是决定绿色发展的关键唯一。如政府颁布“限塑令”，人们在当期会减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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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产品，但在其后很多人也愿意付费购买塑料袋，于是出现反复，但在长期内影响逐渐消逝。可能的原因是政策存在“非激

励相容问题”，即用付费塑料袋取代免费塑料袋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行为主体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此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执

行力尤为重要，“时紧时松”的执行力可能就是出现“反复”的原因之一。再如政府颁布“碳减排”指标，各省市会减少煤炭使

用，但受限于替代能源与技术发展的成熟度或市场价格，可能存在的“矫枉过正”问题导致了煤炭的“报复性消费”，在“硬指

标约束”与“使用需求”之间的摇摆，导致反复波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锚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时代方位而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生特征，这是由当

今世界格局形成的外生动力与国内发展全局决定的内生动力共同孕育的；开放发展要求国内外两个市场互动交流，这又是“弄

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在绿色发展中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促进绿色发

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研究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有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特征的维度解析。通过本文

的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实践经验特征。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生产效率与能源效率提升或新能源与新要素替代使用的机制梳理，反映出中国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

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主客观上可以影响国内生产的绿色发展；从“跟随性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生活方式示范性影

响的机制梳理，反映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国内生活资料供给与需求内容的绿色化发展。上述两方面的绿色化发展提升

了资源承载力，政府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愿望与能力因为“高质量走出去”产生的“高质量引回来”而得到大幅提升，促进了

由政府主导的绿色发展成效明显提升。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证据。 

运用 PVAR 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在 2012—2019 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绿色发展存在

较为明显的自相关性，受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01，通过样本重新分割后的稳健性检验是显著的，此外，脉冲效应

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滞后一期内最为明显，其后呈现动态衰减。而按照 4 个二级指标设定的绿色发展与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绿色化程度、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政策支持绿色化发展方面的逆

向溢出效应显著。综而论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可实证检验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证据。 

3.中国绿色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 

PVAR 模型估计结论表明，绿色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绿色溢出效应，稳健性检验证明

了该结论。由此可引申出“绿色发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促进绿色发展，二者互为循环”的结论，在动态脉冲

效应分析中又进一步证明了二者的双向互动效应。 

4.中国区域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得分水平总体呈现为“东、中、西、东北”的降序排列。 

从 4 个二级指标的省域与年度平均水平的区域间比较来看（参见图 5）：东部地区的绝对优势在于生产效率与生活方式的绿

色化程度高，劣势在于财政投入比例较低；中部地区无明显绝对优势，但具有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低的绝对劣势；西部地区具有

政策支持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绝对优势，以及生产绿色化程度低的绝对劣势；东北地区具有资源环境承载力高的绝对优势，以及生

活绿色化程度水平低的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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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绿色发展二级指标的区域与年度平均水平（2012—2019 年）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政策中明确嵌入对于促进国内绿色发展技术与有效标准升级的制度安排，将政策着眼点落

在鼓励逆向绿色溢出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方面。如探讨设计国内企业投资海外重点资源领域并与国内形成上下游供应链关系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搭建消化吸收海外绿色技术应用与转化的国内外共享平台，在资源型或相对过剩产业的转型升级中设定“奖励

性质”或“红线性质”的绿色指标，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绿色消费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发展及其供求

均衡，因地制宜探讨上级地方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绿色发展的配套投入机制。 

二是树立“中国绿色投资”的国家品牌形象。在“绿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双向互动循

环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应该成为东道国区域范围内的绿色发展典范与集聚中心，在发达东道国发挥“集聚—扩散效应”，

才能在母国发挥好“学习消化—应用吸收—再创新”的作用；在欠发达东道国发挥“扩散—集聚效应”赢得信任与合作，才能

为母国的“资源国内供应”与“海外市场开拓”取得长久共赢发展。 

三是地方政府的绿色发展政策应各有侧重，突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针对性，确保政策“时间一致性”。东部地区用于绿色

发展的财政投入绝对额很高，如广东省 2012—2019 年累计投入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资金 3403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但占财

政支出比例却并不高，拉低了该省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标排名；从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角度来讲，绿色发展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

涵，因此，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绿色发展政策的重点是财政资金用于绿色发展的投入结构升级，加强面向绿色生产的智能型产业

发展、面向绿色生活的发展型消费升级、面向绿色环境资源涵养的生态共同体运营、面向绿色财政结构转型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发展等方面的重点投入。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政府的绿色政策应偏向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结合黄河重点生态

区与长江重点生态区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进行重点布局。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生产绿色化程度偏低是“短板”，因此，加强绿色

技术应用，减少生产性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与循环使用效率是关键。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倡导和普及绿色生活方式，提高

生活绿色化程度是重点。此外，为提升政府政策的实施效果，绿色发展政策应因地制宜，具有可操作性，强化执行力度，避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以免影响政府公信力，进而降低后续的绿色发展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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